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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

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

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

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

经》 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显

见。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

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

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

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以来，经过孔

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 ，

“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

的人格特质，“崇德立本”已然成为中

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

崇德、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

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价值理

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

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是

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

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探讨经

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

“内”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

人道、人德处于不断的升格过程中，

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

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

之“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

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

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

“自强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

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

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

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

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

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辅助天道

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

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

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

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

是孟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

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

“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

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

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

修德正己、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改

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

天德葆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

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

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

不衰的根源所在。

实德实修 与时偕行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

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源

于对现实命运的关切与反思。徐复观

先生说：“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

自觉的政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

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政治集团。”毋

庸讳言，周人的精神自觉，正是体现

在他们反思政权转移的历史现实并以

“敬德”思想改造夏、商天命观的过程

中。《周书·召诰》 有言，回望历史，

“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但最终

都逃不开“早坠厥命”的历史结局，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敬德”

之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反思，正

是在对自我现实命运的关切之中，周

人愈加意识到“敬德”之重要性。所

以，他们才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

断强化“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皇

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

之怀”的理性道德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讲的“敬

德”，并不是问神占卜等虚玄之事，而

是“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等一系列保民惠民、裕民利民、

明德慎罚、以德举贤的政治管理实

践。这就是说，先哲所论之“德”，从

一开始就是“实”德。这是一种从精

神文化自觉基点处就奠定的崇实黜虚

的重德传统，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有感于社

会变革时期的种种动乱与无序，孔子

思而忧之，起而行之，自觉担负起文

化传承与复兴的大任。鉴于历史与现

实经验，孔子发现只讲外在的“德

行”是不够的。只有将“德”之信念

内化于人心与人性，它才能发挥更为

有效的作用。所以，在“克己复礼”

的文化实践中，孔子用“仁”德统摄

了“恭、宽、信、敏、惠”等诸多道

德条目，并将“仁”德视为人之为人

的本质特征，赋予“德”以内在性、

形上性与伦理性。

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

而不仁，如乐何。”以“仁”德为复兴

礼乐文化的内在支撑，从而构建了仁

礼相辅、内外相协的道德修养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看来，德性修

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能修

德，即是君子；不能修德即是小人，

即他所说的“君子怀德”。因此，当面

对“知德者鲜矣”的社会现实时，孔

子感叹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在与子张、樊迟等弟子论学的过

程中，孔子也谈到过许多德性修养的方

法。《论语》载：“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子

曰 ：‘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

与？’”这就是说，崇德要从忠、信、

义入手，即从自我内在的心性修养与

提高做起。樊迟问及修德之方，孔子

答之以“先事后得”，即踏踏实实去

做。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人作为

一种理性主体，其道德人格的修养显

得颇为重要。而其中的修养方法并不是

默坐冥想，而是“发愤忘食”“见贤思

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实践实修。

正是因为孔子重视实行，所以他

并不因为强调内在的德性修养而忽视

外在的德行施行。在政治维度上，孔

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依

然重视具体的德治措施。《论语》 记

载，弟子们问及为政之方时，孔子回

答都是各司其职、宽容待下、举贤任

能、义以为上等非常具体的德政之方。

是知，在孔子这里，“德”这个范

畴已然具有了二重性。它既指道德主

体的内在修养，也指道德主体的外在

行为，其中内在地呈现出一种互动与

关联，即由修养“德性”而实施“德

行”。在 《大学》 之中，“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致思进路则较

为明晰地展现了“德”之二重性所具

有的内在互动过程。事实上，这种互

动既是儒家所讲的“成己成物”，也是

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修德是成己

与内圣的起点，成物与外王则是修德

之完成。

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之

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

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

典》 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

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德

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

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

位者的“克明俊德”是“亲九族”“平

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

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上位者明

德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

所以周之统治阶层才特别强调德行。

到孔子这里，明德之主体有所扩大，

既指有德之君王，也指有德之士。不

过，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来看，在上

位者能够直接地发挥实际功用。所

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申明“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孔子一生颠沛流转、周游列国，

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上层统治者的道德

意识，让他们自任自觉，有效完成自

己的政治使命与责任。

《论语》 载：“子路问君子。子

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

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

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程子注

解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

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

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

至矣。”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德

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以德治天下。到

了二程这里，君子修德的结果已然由

为政以德扩展至天人合一。

事实上，在儒家德性理论的构建

过程中，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孟

子主张以仁、义、礼、智为人生而具

有的四种德性，主张性善论，进而从

内向理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思

想。照孟子的讲法，德性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内在禀赋。因此，人之修德不

能向外寻找，必须反求诸己。

当然，孟子同样懂得为政之德的

重要意义，如他所言：“惟仁者宜在高

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

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

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所以，他的

“性善论”还是落实到了君王的“仁

政”之上。孟子讲，“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

上”，就是强调在上位者要充分扩展内

在的仁义之性，进而“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具体而言，孟子主张在

上位者既要为民“制恒产”，亦要“教

民以善”，切实做到“民贵君轻”。

总之，在中华先哲看来，在国家

这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之中，君王之言

之行均为天下法，这就是 《礼记·经

解》所讲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

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

因此，“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

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

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

音”。惟有他们“居处有礼，进退有

度”，才能实现“百官得其宜，万事得

其序”的安定局面。

当然，对于为政者而言，“修德”

就意味着比一般人更高标准的克己、

慎独与自律。因此，为政以德不仅需

要现实反思的支撑，更需要勇于担当

的内在信念的支持。曾子说，“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程子注解

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

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诚然，

对于每一位重任在肩、自觉理性的人

而言，执德以弘、信道以笃、力行以

久既是应然，亦是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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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中 兴 无 盛 世
—— 反 思 北 魏 “ 孝 文 中 兴 ”

鲜卑族是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

游牧民族，逐步西迁，386 年在盛乐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建国立朝，史称

“北魏”。

“王道衰而有能复兴”

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即著名

的太武帝，立志“启国承家，修废

官，举俊逸，蠲除科繁，更定科制，

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先

后灭胡夏、北燕、北凉等，统一北

方。然而，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

戮过多，不仅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

灾，也给北魏带来严重内乱。465 年

拓跋弘继位，即献文帝，时年 9 岁，

由冯太后摄政。471年拓跋弘禅让太子

拓跋宏，即孝文帝。拓跋宏时年才 4

岁，冯太后继续摄政。其两任间，实

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北魏如王观

国所谓“王道衰而有能复兴”，统称

“孝文中兴”。

中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改革成功

的典范。北魏刚从部落酋长联盟发

展为国家，各方面较落后。到这时

期官吏还没工资，得依赖贪污、掠

夺和皇帝随意奖赏养家糊口。随着

建政稳定，战事减少，掠夺的机会也

少，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仿汉制行

俸禄，在原来户调之外每户增调 3

匹、谷 2.9 斛，内外百官以品级高低

定俸禄等次。从此，再贪绢一匹即

处以死刑。立竿见影，官风民风大

为好转。

东汉以后，户籍分为士族与庶

族。庶民要向官府缴纳 60%的租税，

士族与荫户可以不缴。问题是还有

人冒充荫户，租税流失严重。于是

北魏颁“均田令”，不论官民，平摊

赋税。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让自

耕农比较稳定地占有土地。国学大

师钱穆评论：“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

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

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

均田令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实

行约 300年。

北魏建国后，利用宗主管理地

方。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

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486 年创建

“三长制”，5家为邻，设一邻长；5邻

为里，设一里长；5 里为党，设一党

长。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从

此，中央政府的管理到达基层。后

来，三长制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

里组织。黄仁宇说，拓跋宏“在中国

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

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

基础无法立足”。

“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词。其

实，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换

言之就是改革开放。各民族都有所长

有所短，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汉族

也向少数民族学习。这在历史上是常

见的事，不改革开放才不正常。

儒家热衷于“华夷之辨”，要放下

面子虚心向少数民族学点东西十分不

易。汉服峨冠博带坐轿子显得高贵，

可是骑马就成问题了。汉服一上马就

露膝盖，就要受冻，到北方根本吃不

消。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引进胡

服，却遭强烈反对。赵武灵王耐心开

导诸臣：“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

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定实行胡服

骑射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成功抵

御北方威胁。可是直到南宋，朱熹还

批评“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主张

“要辨得华夷”。

汉文化曾经长期在东亚遥遥领

先，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少数民族要

学习，也是阻力重重。鲜卑拓跋部与

曹操友好，送太子沙漠汗到洛阳为人

质。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好心让沙漠

汗回去，酋长们高高兴兴入塞迎接。

没想到物是人非，沙漠汗不知不觉已

汉化，引起酋长们的担心：“太子说话

穿衣都不一样了，将来做大酋长，肯

定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怎么办？”彼此

一商量，把沙漠汗就地杀了，鲜卑族

第一次汉化就这样夭折。拓跋焘统一

北方后，重用汉族谋臣崔浩，明确宣

布：“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

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可是

崔浩按汉族世家传统整理北魏氏族，

并按儒家“秉笔直书”原则续修北魏

国史，鲜卑贵族就受不了了，纷纷指

责他暴扬“国恶”，以致他本人被杀不

算，同族远近都受连坐，汉化又一次

失败。

孝文中兴取决于一个特殊因素：

冯太后本身是汉族人，史称“事无巨

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

能行大事”。冯太后去世之后，拓跋

宏仍然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开国之初将都城南迁到平城 （今

山西大同），已经很接近中原了，可

他还觉得不够，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

再南迁到洛阳，与汉族“零距离”。

光 有 “ 硬 件 ” 不 够 ， 还 得 有 “ 软

件”，紧接着，全面摒弃鲜卑旧俗，

再全面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

度，如禁止鲜卑贵族、官员及家属着

胡服，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贵族讲鲜

卑语，改说汉语；将鲜卑族姓氏改为

汉族姓氏；采用汉族官制、律令；学

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

等等。

双重优越性

李鸿章曾惊呼所处之世乃“三千

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所指的是中华

文明遭遇史无前例的外来文明——西

方文明的侵袭。就华夏民族来说，其

实早就遭到过千古之变，即北方游牧

民族的入侵。

早在公元前十余世纪，周人的祖

先就常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商朝

以来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不将它列

为头等大事的，经常集中力量予以打

击，有过多次重大胜利，但从没根绝

其患。两汉之时，游牧民族入侵还只

是劫掠，偷袭、抢劫一番就跑，跟内

地神出鬼没的土匪一样。汉军反击，

很难预料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常常在

沙漠瀚海里辛辛苦苦追一两千里地，

却连敌人影子都没追到。

其他游牧民族跟原来匈奴差不

多。但这时期，一些游牧民族开始不

游牧了，并且突破部落联盟形式，开

始创建自己的国家。所谓“五胡乱

华”，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

不仅入塞而且占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

权。这些割据政权大小不同，共同点

是与汉人政权对峙，甚至要争“中

国”之正统。汉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

渊就公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

出自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

授耳。”他们居然也会引用“天命靡

常”的儒家理论了，与他们的前辈判

若两人。拓跋宏明确北魏继承的是晋

政权，并问大臣：“你们希望朕远追

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不

如？”他们不认为自己只代表某一夷

族，而直接以中华正统自居，比流亡

的东晋更能代表中国。这是一种崭新

的趋势，而且方兴未艾，千余年后至

清朝而至高潮。

“五胡乱华”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

是，往往得到部分汉人的认可及参

与，甚至可以说是在汉人手把手指导

下建政。事实上，北魏、契丹等与南

方政权之争很难说仍是“华夷之辨”，

而是中华正统之争。拓跋焘字“佛

狸”，事实上他真有几分狸猫式的狡

猾。向柔然进攻的时候，部下提醒他

注意南方的汉人，他则哈哈大笑回

答：“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

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

虎或者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柔然

人，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

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

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

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

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

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

俘或者被歼了。”

对此，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

塞概括为“双重优越性”：以中国方

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

国人。

矫前秦之枉过正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

方的非汉政权。他们知道中原“民心

思晋”，便努力汉化，要求官吏“学通

一经，才成一艺”，恢复太学等等。不

过，王仲荦在 《魏晋南北朝史》 指

出，“前秦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实没

有作出融合的措施”，结果，淝水之战

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反

叛，北方重陷分裂。

正是吸取前秦的经验教训，北魏

全面汉化，力争汉与鲜卑民族一体

化。然而，他连儒家的糟粕也一并收

纳。拓跋宏将正在被历史抛弃的汉族

士大夫门第制度强行搬到鲜卑社会，

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第一等膏梁

门第，三世中出过 3 个“三公”……

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出过侍郎。

汉人到后来都弃之如履的东西，他也

要捡去当宝贝。

499 年拓跋宏驾崩，太子元恪继

位，即宣武帝。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扩

建新都洛阳，再忙南伐，等他注意力

从外部转向内部时，才发现民众强烈

不满。北部六镇聚集了大批军功赫赫

的人才，但由于用人只讲门第，他们

升迁无望，又不适应汉族语言与习

俗，纷纷反叛。奉命平叛的大将元颢

是拓跋弘之孙、元宏之侄，根正苗

红，他自己却叛逃，并在南梁支持下

称帝，反戈一击，敲响北魏的丧钟。

孝文中兴虽取得巨大成功，但由于无

法平衡国内矛盾，无法再推动下去，

中兴没有演变成盛世，王朝的命运也

走到了尽头。

□ 冯敏飞

厚德载物


